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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城市是国家

的重要空间形态，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疫情的暴发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极大挑战，突出考验了

城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运行和秩序恢复，为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反思视角。针对此

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的问题，可从现代城市运行的“眼力”“耐力”“脑力”“定力”“张力”等方面考

量，在危机反应的灵敏度、基础服务的坚韧度、破解困境的活跃度、社会动态的稳定度、市民行为的文明

度等向度上着重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危机反应的灵敏度。突发事件对于任何城市而言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秩序冲击。为了有效应对这种冲

击，将其破坏性影响降到最低，应将各种突发事件的城市预案和演练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配置。但如果一

个城市对突发危机的反应不灵敏，应急预案就会变成危机“后案”，不仅使事发城市失去在第一时间处置

危机的机会，还会殃及周边地区乃至更大的区域。因而，建立有效的城市预警机制，提高城市运行的“眼

力”，提升城市对危机反应的灵敏度，应成为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首要环节。首先，要树立人民至上的观

念，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城市发展的第一位；其次，建立相应的专家研究成果学术公开和建议公

开机制，让专业人士在突发事件预判中发挥权威作用，从而让公众对影响城市安全的不确定事件及可能产

生的风险有知情权，促使公众形成居安思危的理性常识；再次，新闻媒体要做好城市的“瞭望者”，及时、

客观地反映城市运行动态，让新闻的触角成为城市生活的眼睛；最后，要充分发挥数据采集、整合、分析、

预警的作用，让城市危机反应具有更加精准、高效的数据管理支撑。

基础服务的坚韧度。城市作为人口集聚的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其基础服务能力和水平决定着城市的竞争力。

从此次疫情引发的城市医疗资源挤兑、客流溯源和检测管理压力、社区封闭及入户排查困难等问题来看，

城市服务不仅要有良好的设施平台和运营质量，还要在突发情况下有充沛的紧急服务动员能力，这样才能

使各项基础服务得以持续供给、应急服务得以持续保障，从而使城市功能具有较好的抗冲击的韧性和耐力。

因此，提升城市基础服务的坚韧度，应作为夯实城市治理基础的重要坐标，需要在布局全功能、城市大动

脉、社区微循环三个方面形成保障。其一，城市服务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服务体系不仅要在每个领域

具有强大的单向服务功能且留有应急余量，还要在各个领域之间形成能够贯通的综合服务能力，并能在应

急情况下协同到位。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虽然城市公共医疗服务的资源储备和拓展能力是战“疫”成败的

关键性因素，但只有医疗服务与社区服务、交通运输服务和电子平台服务等方面有效联动与协同，才能发

挥出城市战“疫”的服务系统效能。其二，城市大动脉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畅通，除了水、电、气、

路、网等设施通畅外，还要有保障各种载具、物资及其相关人员畅行的组织管理能力，使城市生产生活的

“供氧”不中断。其三，彻底打通社区微循环，通过做实社区网格和建立数字城市系统，让城市的每个个

体细胞都能通过毛细血管形成信息互动和有效反馈。



破解困境的活跃度。针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城市所采取的应急管控措施，在进行有效防治和有序

保障城市生产生活两方面上，都会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如何及时调动城市各方资源有效破解这些难题，增

强城市主体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活力，提升城市“智治”活跃度，应成为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可

从政府智慧、民间智慧、科研智慧、产业智慧、外部智慧等五方面共同发力。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在执行国

家总体要求和城市应急方案的过程中，要善于通过信息共享和体系搭建，形成运转高效、组织灵活、张弛

有度、富有关怀的操作机制，创造性地解决管而不死、放而不乱，守土有责、尽责有德的问题。同时，通

过完善信息沟通渠道，将共治角色赋予每一个人，促进全体社会成员为解决现实困难和优化治理措施提供

更多更好的方案，极大地挖掘民间智慧。科研与产业则应主动聚焦技术突破和产品创新来满足应急状态下

的特殊服务需求，比如，在疫情防控的风险环境下，开发能够自动侦测、消毒、检验、配送等功能的智能

设备，以降低人工服务的感染风险。此外，还应将其他城市治理的有效经验及时转化为本地措施，减少治

理中的试错成本。

社会动态的稳定度。如何在应急状态下保持社会稳定，既是城市应急处置能力的体现，也反映了城市

治理常态下的基础建设和长效积累。社会稳定是人们提升生产生活质量的前提，也是临危不乱、坚定必胜

信心的现实条件，构成了城市体系安全运行的基础。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定力，需

将完善社会治理的“免疫系统”作为基础性工作，对社会生活中负向思维、负向信息、负向行为进行引导

调向和阻控调优，降低社会矛盾冲突的风险。一是改变“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通过政策引导形成城市

利益共同体，将共赢思维和共享理念贯穿到城市治理中来，让社会成员主动融入共治空间，自觉承担共治

角色，形成和衷共济、共克时坚的共同体思维与行为模式。二是阻断“信息瘟疫”的传播蔓延，通过建立

信息主动依法公开和传言快速澄清机制，对城市信息沟通中的不实信息和有害内容及时阻断，维护真相、

揭穿谎言、批驳谣言，消除负向信息过载带来的心理焦虑和社会恐慌，减少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误判及由此

引发的矛盾冲突和信任危机。三是避免“破窗效应”的行为诱导，通过依法纠正和打击对社会运行秩序破

坏的个案，及时遏制事态恶化的苗头，阻止人们对负向行为的效仿，修复社会治理中的漏洞，将社会失序

的风险降至最低。

市民行为的文明度。城市治理是市民主体的共治行为。疫情下个体的行为选择对疫情防控和社会秩序

的影响巨大，如是否如实配合流行病调查、是否自觉接受相应的管控措施、是否主动承担社会角色的责任、

是否理性传播疫情真实可靠信息等，都不再是个人私事，而会成为影响所在区域疫情防控效果的大事。一

个城市的文明度是通过每一个市民的具体行为体现的，其道德水准成为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标尺，市民文

明素养则成为城市发展的内在张力。因而，提升社会文明度不仅是在突发危机情形下对市民道德层面的要



求，而且是社会常态治理过程中的目标诉求。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下，城市治理必须进一步强

化利益调节机制，对道德行为给予更多的激励和褒扬，对失德行为进行严厉谴责和批判，让有德者得利、

失德者失利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常态，坚持以法促德、以德兴法，形成以德为先、以法为基、德法共治的

良好局面。


